
纪事三：师生行军过秦岭 

 

战士远程行军保家卫国史不绝书, 高校师生千里行军却是十分罕见的。临大

刚在西安立足，太原沦陷，潼关作为关中的门户，连续告急。古都西安上有敌机

叠袭，近有炮火进逼，安全形势受到严重威胁。1938 年 3 月 2 日，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行营主任蒋鼎文，基于“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

事业起见”，命令西北临时大学南迁汉中。从西安到汉中，要翻越秦岭。秦岭自

古有“峭如削”的险峻、“不容脚”的难行，但近 2000名的师生，以行军的组织、

乐观的精神、战斗的豪情，翻越崇山峻岭，行走褒斜古道，开进汉中盆地重续弦

歌，谱写了中国大学史上的长征之歌。 

一、西行还是南移——西安临大的迁校之议 

关于三校再迁问题，黎锦熙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记述，“初议迁，所向不能决。

有朋聚谈，余谓若具远略，宜指西北，度陇屯甘凉，趋新疆，此为左宗棠路线。

若避入蜀，是为唐明皇路线。迁陕南，是为唐德宗路线。仅少西移，则为杨贵妃

路线矣。”黎锦熙先生的这一段话，透露出在迁校的动议上，在临大师生中应该

有四种意向性的意见。 

先说第一种路线，继续向西北远迁，其选择范围很大，甘肃、青海甚至新疆

都可考虑。3月 1日，西安临大曾派李书田、袁敦礼、张汉文三人到甘肃、青海

两省的天水、兰州、西宁等地，进行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调查，就担负有校址

勘察的使命。3月 9日的西安临大常务委员会第 23次会议曾有这样一段记录，“李

委员书田、袁主任敦礼、张主任汉文，自天水来电报告印象颇佳，本校因时局紧

张，已复电请其先往南郑布置，后又接到虞电一通，教育部来电密准予紧急时迁

往南郑或天水一带。”这一段话可以证明西迁至天水的动议。其中既有李、袁、

张三人的建议，又有教育部的准许。但教育部的来电，更强调南郑，也就是南郑

优先。学校总的意向看起来也是南郑优先。 

再说第二种路线，像唐玄宗那样避难入蜀，进四川。这种意向很容易被理解，

因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将重庆作为陪都，国家的优质资源不断在川蜀大地汇集。

当此时，川蜀已集中了如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一大批全

国名校。时任附中数学教师的赵慈庚，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有“传说目的地是



成都”的说法，“入蜀之说”应非空穴来风，它最可能表现为广大师生的一厢情

愿。事实上，与西北联大成双峰之势的西南联大，后来也曾有过入川的打算，和

其一起入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后就迁入四川李庄。但这种意向是不为国民

党政府同意的,让西安临时大学立足西北是国家战略，不可能轻易更改。仅少西

移也不可行，西安的安全形势不容临大这么做,因为不是长久之计。 

再说唐德宗路线，迁陕南。这一动议，事先已有了工作基础。早在 1937 年

12 月 1 日，西安临大就向陕南凤县、留坝、褒城、南郑、沔县等县，派出了 80

余人的抗战宣传队。宣传队由董守义、吴祥凤、罗根泽、佘坤珊、郭俊卿等教师

带领，其中，董守义、郭俊卿是体育系教员，吴祥凤为医学院院长，罗根泽属国

文系，佘坤珊则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他们的工作除抗战宣传之外，还做壮丁训练、

保安队社训军官体育指导等工作，时间长达两个半月。他们的来回，实际上起到

了探路者的作用。 

城固位居汉中南部，北接秦

岭，南依巴山，相对安全。加之

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距离川蜀

近，有能力又有需求接受几所大

学的迁入。城固还有一个至为关

键的吸引人的地方，已经有中央

军校在此处勘定校址，但还未启

用，临大可以紧急之需申请借用。

以城固为中心进行布局，遂成为

定选。由此，临大不是西迁而是南移，驻守区域仍在西北。 

 

二、有组织的迁徙——自西安至汉中的行军系统 

与自平津到西安的“自行前往”式的迁徙不同，自西安自汉中的迁徙则是有

着充分的准备的。接到 3 月 2 日的南迁命令后，校方就全面启动了准备工作。3

月9日的临大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成立17人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下设布置、

运输及膳食三个委员会。并拟成立“新迁校舍勘察及布置委员会”，推定李书田、

袁敦礼、张贻惠、贾成章、杨立奎、许寿裳、黎锦熙、张汉文、董守义、刘锡瑛、

 

秦岭古道 



尹文敬、汪阙明、林几等人为委员。 

按照“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学生由西安至汉中行军办法”，临大依照原有

的军训组织，“编为一大队、三中队，十四区队，三十九分队（教职员及其眷属

为独立区队，并高中区队、女生两区队，皆无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接

续出发。中队的行军次序为设营组、侦察班、中队全部、医务组、运输组、收容

班。每个中队配备安全员 4人，荷枪实弹走在行军队伍的前面；随行工友三至五

人，听候中队长调遣。中队下面又分为若干区队，区队下面又设若干分队。大队、

中队、区队、分队各自制作一面白角布旗，写明番号。整个行军队伍由徐诵明任

大队长，李蒸任参谋长，其他校委员及院长组织成一个参谋团随军指导。每个中

队的人数从 500—600人不等，整个队伍规模近 2000人。 

战时运输工具非常缺乏，秦岭的路况又糟糕异常，物资和行李的运输是很困

难的。原计划每个中队拨给胶皮大车 15 辆，装载粮食和随身行李，实际的情况

是：车不够，驴骡凑。个人物品的集体运输规定:教职员每人物品的重量不能超

过 30斤；学生则以两人为单位自由组合，“一床被褥及个人之衬衣等合捆为一件，

其重量不得超过四十斤。”多余的部分怎么办，个人想办法解决,主要靠自己手提

和肩扛。 

长途行军最基础的保障是给养，解决 2000 人的吃喝拉撒是大问题。行军办

法有这样一段规定。照录如下：由膳食委员会在各站布置，每中队携带给养二天，

由运输组给养班负责保管押运分配（每日三餐，中饭为馍咸菜）。由分队长于早

餐后未出发前（或前一日晚饭时）向驻在地办理伙食人员领取该分队全部给养，

转给同学，自行携带，早餐为稀饭和馍，晚膳为干饭及汤菜，均由舍营地办理伙

食人员负责整理。如遇路途距离较远中途煮水由饮食班办理。 



 

西迁行军路线图 

 

三、行军过秦岭——跋山涉险与苦中作乐 

一切准备就绪，迁徙随即成行。3 月 16 日，西安临大师生离开西安，先是

乘火车到宝鸡，19 日开始翻越秦岭，中间经过黄牛铺、草凉驿、古凤州、双石

铺、南星镇、庙台子、留坝、马道，需要翻越秦岭、凤岭、酒奠梁、柴关岭，道

长路险。教育学院王耀东老师率领 200名师生，作为先遣队出发。4 月 4日，行

军队伍全部到达褒城，19 日抵达最终的目的地——城固。三段路程，由西安到

宝鸡近 200 公里，宝鸡到褒城 250 多公里，再加上褒城到城固的距离，差不多

500公里，千里行军名实相符。所用时间超过一个月，中间最艰难的路段用去 12



天时间。 

破屋秃垣与畜杂居。从宝鸡到汉中，所走道路是川陕栈道的北段，沿路城镇

乡村皆穷困异常，俗称“穷八站”。所谓的站，是指客商一天的行程。为解决临

时住宿的问题，行军大队事前派有前站，先联络各地的保甲长（相当于现在的村

镇长），按站借用民房。偏僻地区的居民，面对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大都抱有很

强的防范意识，态度难免冷淡。但知道是教授、学生后，他们不仅喜出望外而且

接待殷勤。受居住条件和接待能力所限，大家的住所难免是，“仰见星斗的破庙，

三面敞开的戏楼，还有周仓脚前，古墓河滩。”所住各处，“亦不免有与猪为伍之

叹。”“各中队所设通讯组，每晚以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消息，次晨以大纸书写张

贴于外，不特各队队员得以明悉当日新闻，而各当地居民识字者亦多伫立围观。

籍知现在国家大势。”把时局信息带进了偏乡僻壤。 

锅饼咸菜汤粥做食。2000 人的吃喝问题如何解决？临行前，膳食委员会购

得锅饼 8676斤，咸菜 3000余斤，先按照 1人一天 1斤锅饼 1块咸菜分配。每到

一市镇，将青菜、豆芽、豆腐、粉条等能带的食品都尽可能地收购一空。路途中

每天的食谱如下：“早晨五点烧水、煮粥，中午在旅途中打尖，晚间食菜汤。”做

饭用的锅灶，“锅是铁板铆成的敞口圆筒，口径二尺方，底径不足二尺。灶是铁

圆筒，一侧留灶门，上缘凿气道，锅架其上。只能煮粥烧水。”租卡车一辆，“每

天将末队的炉灶及厨师在晨饭后运往超前一站，再折回最后队，准备送下一班炉

灶”，由于每天平均 20 公里的行走路程，还要手提肩背，自然饭量大增。“每当

开饭前，职教员学生多已持箸碗环立鹄候，迨伙夫一声报熟，启锅分盛，无不食

之津津有味。” 

路途坎坷还遇劫匪。秦岭古道的难行，有“肩与碍巨石，十步三四却”之说。

佟学海在“本校迁移行军沿途经过记录”中，曾有这样的描写，“过秦岭时适值

雨后尚未放晴，道路泥泞，行步艰难，同行者觅取捷径，努力攀登，乃翻过一岭

又逢一岭，层层重叠”，“沿路翠峰斜坡冻雪，白石横枕激流，所有景致依山路盘

旋而随时变换，云雾低迷，人如行于雾上，雾逐人移，前后行人稍远即时现时隐”。

穷乡险途往往治安不好。刘德润在“第二中队行军纪要”提到，“南去留坝马道，

均系穷八站之尤者，土匪出没无常，本校同仁汽车在马道之南被截”。赵慈庚和

王兆荷在回忆文章中对此都有细节性的描述，“在快到褒城县的前一站马道地方，



公路起伏难行，深山丛林中忽闻枪声，以为是猎户打猎，又连响两声，车停了，

前面山岩上跳下几个花脸大汉子，手持步枪，要我们全体下车，有几个人上车翻

了一阵箱笼，有几人叫我们把带的钱全部扔在地上，如被他搜到，立即枪毙。……

全车人都有损失，而王非曼教授损失最大”。期间，一名教师因路途劳累，抵达

汉中后病逝。一名同学也因体弱，命终途中。 

 

 

1938年，师生徒步翻越秦岭 

 

辛苦自有抗战歌曲。行军路上，师生们既有跋山涉险的艰辛，也有团结向前、

苦中作乐的精神。大家晓行夜宿在荒山僻野之中，甘苦与共，出入相顾，把这场

苦难转化为 “顽强的乐观精神”和“隐忍的坚定意志”。朱兰训在“秦岭行军”

一文中，对此有着详细的描写，“当时虽然年轻，但心中却铭记一句铭言：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也就化眼泪为悲愤。抗战！抗战！直到胜利，绝不罢休。”

时为临大学生的刘艺民，回忆这段经历也充满激情，“‘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

不前’。假使真有再大的雪，也阻碍不了我们的前进，因为我们有目的，抱着最

后胜利的决心。”《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战歌，“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

膛……”“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都是天天唱。“蜿蜒的行军队伍，犹



如雄赳赳、气昂昂的赴敌之兵，震撼群山峡谷，趋退渺无人烟的寂静。” 

 

这只是行军途中的几个片段，从中可见师生们的风发意气和乐观情怀。这种

风骨和意态，使得物质贫乏成为了精神富足、路途险难充满了抗战激情。真正是：

行军过秦岭，书生也豪情。想见古栈道，抗战歌曲声。    (魏书亮  白  媛) 

 


